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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 要:企业是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主体,而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态度会影响企业伦理治理能力和

成效。 基于对一项全国企业科研人员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,企业科研人员日常工作中碰到科技伦理议题的情况

比较普遍。 但总体而言,与其他科研人员相比,企业科研人员对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持更“消极”的态度;科技

伦理失范行为风险感知、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设置情况,以及科技伦理“大环境”等因素都会影响企业科研人

员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态度。 并对研究发现的理论和政策含义及研究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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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 An analysis of data from a national survey of enterprise researchers in China conducted in 2020 showed that

more than eighty percent of enterprise researchers faced with S&T ethical issues in their research work. However,

compared to researchers in other sectors, enterprise researchers hold a more “negative” attitude towards strengthening

ethical S&T governance. Facts influencing enterprise researchers at personnel,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levels

were also distinguished. Higher risk perception of ethical misconduct in S&T, the establishment of IRB will make

enterprise researchers hold mor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S&T ethical governance. On the other hand, the worse

environment of S&T ethics will reduce researchers’ approval of S&T ethical governance. Finally, a briefly discussion is

made and the theoretic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propose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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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引发了一系列

伦理、法律和社会问题,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和

治理能力建设已成为一项全球性的研究和政策议

题。 近年来,我国加快推进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

设;2022 年 1 月正式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

技术进步法》明确规定,“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、
高等学校、企业事业单位等应当履行科技伦理管

理主体责任,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科技伦

理审查机制,对科学技术活动开展科技伦理审

查”,2022 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

印发的《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》以及 2023
年 10 月科技部等 10 部委联合发布的《科技伦理审

查办法(试行)》明确提出,从事生命科学、医学、人
工智能等科技活动的单位,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

理敏感领域的,应设立科技伦理(审查)委员会。
企业是重要的科技创新主体,也是科技伦理治理

的关键主体之一。 近期,一些在生命科学、医学和

人工智能等领域从事创新创业活动的知名企业和企

业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走到全球科技伦理治理的聚光

灯下,更引发了人们对于新技术条件下企业和企业

科研人员在科技伦理治理中角色与责任的讨论。
作为企业中具体从事研发活动的行动者,企业

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和科技伦理治理的认知与态

度,会直接影响企业在科技伦理方面的作为。 《中
国科技统计年鉴 2022》显示,2021 年企业研发人员

全时当量 446. 39 万人年,占全国总量的 78. 1%。 了

解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的认知和态度,分
析影响他们认知和态度的关键因素,有助于优化

科技伦理治理机制。 然而,目前基于大规模问卷

调查数据的我国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的

态度的实证研究尚付之阙如。 这种研究现状与企

业科研人员在科技伦理治理中的重要角色非常不

相称。 本文研究的目标,是通过对一项全国性问

卷调查数据的分析,尝试描述我国企业科研人员

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态度及影响因素,为提升企业

科技伦理管理能力乃至促进国家科技伦理治理整

体效能提供启发。
一、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

(一)文献综述

科技伦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人们

对其影响与后果的持续反思而出现的一个重要议

题。 对“二战”期间纳粹暴行的反思激起了人们对

科技伦理的关注和重视[1]。 “二战”后,对核武器

开发的反思、环保运动的兴起,以及基因研究、克
隆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让科技

伦理规范和伦理治理成为科学研究和公共政策中

的一个关键议题[2]。 近几十年来,一方面,科技对

人们工作和生活以及自然环境拥有越来越大的改

造能力,科技伦理的内涵不断丰富[3];另一方面,
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,治理(governance)概念和

理念获得越来越多认可,各种治理工具和实践逐

渐丰富[4],科技伦理治理的理念和实践也随之发

生了深刻变化。 在学科领域方面,科技伦理治理

已由生命科学等少数领域扩展到各个领域,比如当

下人们高度关注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问题;在内容

方面,科技伦理治理由伦理议题扩展到伦理、法律和

社会议题(ethical,legal,social issues,ELSI);在方式

方面,科技伦理治理早已从更多依靠科学界自我反

思和自我规范向强调多元参与、协同共治的治理

模式转变[5]。 但需要指出的是,无论是在研究还

是实践层面,人们都尚未形成对科技伦理治理的

统一认识。 理念层面的争论主要体现在伦理治理

原则和要求如何与科技创新活动及其应用保持适

当张力;制度和工具层面的讨论则主要涉及对科

研伦理审查[6]、科研伦理教育[7] 等一系列旨在促

进科技伦理治理知识生产、观点互动和行动促进

的制度安排的必要性[8]以及它们运作方式和影响

异质性的持续反思[9]。
企业是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主体。 近年来,

研究者围绕企业负责任创新[10]、数字责任[11 - 12]、
算法责任[13]等问题,就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技

术条件下企业科技伦理治理涉及的理论和实践问

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讨论。 但这些研究基本都以

企业为分析对象,主要关注企业所在地区的伦理

监管环境、文化环境,以及媒体关注、企业高管特

征(比如政治关联、海外经历等)等因素对企业科

技伦理相关行为的影响[14 - 15],关于企业科研人员

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态度及其对企业科技伦理文化

和行为的影响关注不多。 本文认为,深入了解企

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态度及相关影响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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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,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理解企业科技伦理治

理能力的内涵和形成机制。 另外,虽然随着科技

伦理治理愈加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,国内外

研究者都越来越重视针对社会公众、技术人员[16]、
医学科研人员[17]、高校科研人员[18]等不同群体开

展科技伦理意识和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态度相关方

面的调查研究,但对企业科研人员群体的相关研

究极为罕见,迫切需要补上这一缺环。
(二)研究假设

按照科技伦理治理的意涵,同时考虑到数据

可获得性方面的限制,下面将着重从两个层面来

考察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态度:一是

对科技伦理治理必要性的总体态度;二是对伦理

审查和伦理教育这两项重要的科技伦理治理工具

的态度。 具体而言,就是将认同科技伦理治理必

要性,并赞同加强科技伦理审查和伦理教育的态

度称为“赞同加强科技伦理治理”。
1. 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态度

一方面,随着消费者对伦理问题的关注,以及

各国加强企业 ESG 监管,企业如果出现科技伦理

方面的负面事件,会面临来自监管机构和市场的

惩罚。 在这种情况下,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诸如对

消费者隐私保护等科技伦理议题纳入企业战略管

理当中,甚至将其作为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一种

战略性行为[19]。 同时,相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中

的科研人员而言,企业科研人员在创新链中更加

靠近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端,更有可能碰到创新产

品和服务给消费者和公众带来伦理风险的情况,
进而对伦理风险有真实的体验———外部监督压力

和自身伦理风险体验都可能使得企业科研人员更

加赞同加强科技伦理治理。 另一方面,伦理监管

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对企业科技创新造成一定的

不利影响[20 - 21]。 因此,各国科技伦理治理实践都

试图平衡好伦理监管和企业科技创新之间的关

系。 企业科研人员作为企业中具体从事科技创新

活动的主体,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行为会直接影

响他们日常工作的内容和绩效,可能会希望有更

为宽松的科技伦理监管环境。 调研发现,企业科

研人员相对更少接受正式和非正式的科技伦理教

育与培训,因而更可能缺乏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恰

当认识。 这两方面原因都可能使得企业科研人员

更不倾向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。 因此,本文提出

如下竞争性假设:
假设 1a:相比于在非企业机构工作的科研人

员,企业科研人员更可能赞同加强科技伦理治理;
假设 1b:相比于在非企业机构工作的科研人

员,企业科研人员更可能不赞同加强科技伦理

治理。
2. 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态度的影响

因素假设

现有研究通常从个体和环境两个层面来识别

影响科研人员科技伦理治理认知和态度的具体因

素,并提出了“坏苹果”理论( bad apple theory)和

“压 力 /不 完 美 环 境 ” 理 论 ( stressful / imperfect
environment theory) [22]。 “坏苹果”理论认为,大部

分科研人员能够遵守科技伦理规范,只有少数道

德品质不高、经济压力巨大或心理不健康的人才

会不认同甚至违反科技伦理规范。 与之相反,“压
力 /不完美环境”理论认为,是外部环境中的压力、
激励和限制等导致了科技伦理失范行为,比如学

术发表、获取科学资助以及职业晋升等方面的压

力、科研伦理教育不足、伦理监管缺失等[3]。 遵照

此分析框架,本文将从个体、组织和社会大环境 3
个层面识别影响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态

度的因素。
(1)个体层面

①个人科技伦理知识影响假设

科技伦理知识和行为规范给人们提供了“正
确”的科研价值观,并为不同情境下的科研活动提

供行为指南[23],是科研人员伦理态度的重要影响

因素[24]。 因此,更了解科技伦理原则及行为规范

的科研人员更有可能形成“正确”的伦理价值观并

对科技伦理治理持积极态度。 基于此,本文提出

如下假设:
假设 2a:对科技伦理知识了解较多的企业科

研人员更可能赞同加强科技伦理治理。
科技伦理教育是培养科技伦理意识、传播科

技伦理知识和规范的重要渠道[17],是科技伦理治

理的第一道防线[25]。 学校开设的科研伦理课程以

及在校期间导师的言传身教,是科研人员科技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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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知识获取和意识形成的重要基础[26]。 国外科研

伦理课程主要有基础伦理课程、价值观和科学美

德教育、案例研究课程、在线学习、互动讲座等[17]。
如在美国,学生科研伦理教育的目标集中表现为

在科学研究中减少科研不端行为并增加负责任的

行为[27]。 但一般而言,科技伦理相关课程主要是

面向研究生,一些博士研究生则可能在硕士和博

士阶段都需要修读相关课程。 与此同时,硕士研

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会有更多机会深度参与导

师的科研项目,更可能碰到科技伦理问题,进而了

解更多的科技伦理知识与规范。 基于此,本文提

出如下假设:
假设 2b:学历高的企业科研人员接受了更多

的伦理教育,因此更可能赞同加强科技伦理治理。
②个人风险感知影响假设

风险感知是个体对正在或可能影响他们的危

险的判断和评估[28]。 个体的风险感知情况会影响

其行为意图,对新兴技术应用的风险感知越高,越
可能出现抵制性态度和行为[29]。 同时,有研究表

明伦理风险感知会影响科研人员的研究态度和意

愿[30 - 31]。 因此,本文提出如下假设:
假设 2c:对科技伦理失范行为的风险感知越

高的企业科研人员,越可能赞同加强科技伦理

治理。
(2)组织环境影响假设

研究发现,合理的组织制度有助于组织形成

良好的伦理氛围,让组织成员在伦理问题上形成

正确的认知、态度和行为。 反之,不合理的组织制

度则可能助长组织成员对伦理规范的怀疑甚至滋

生伦理失范行为[32]。 目前,各国科技伦理治理实

践中都特别重视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的作用,
并认为它能够通过面向科研人员的科技伦理培

训、日常咨询和伦理审查等方式营造更好的伦理

氛围。 因此,本文提出如下假设:
假设 3. 所在企业设有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

会的科研人员更可能认为要加强科技伦理治理。
(3)科研伦理“大环境”影响假设

群体压力理论认为,群体内的少数派面临很

大的群体压力,它会迫使人们尽量与群体内大多

数人的意见保持一致[33]。 在科技伦理问题上,如

果大多数科研人员都遵守某项科技伦理规范,那
么科研人员会有遵守至少是在态度上赞同相关规

范的强大压力。 与之相反,如果伦理失范行为没

有及时得到惩罚和抑制,就会对其他人产生错误

的示范效应,造成 “破窗效应” ( broken windows
theory),进而可能导致更多科研人员怀疑甚至不

遵守科技伦理规范。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,随着

科研伦理失范现象的增多,一部分科研人员可能

会认为需要通过加强科技伦理治理,以将其抑制

在一个“可接受”的水平内。 因此,本文提出如下

竞争性假设:
假设 4a:认为我国科研伦理失范不普遍的企

业科研人员更可能赞同加强科技伦理治理;
假设 4b:认为我国科研伦理失范普遍的企业

科研人员更可能赞同加强科技伦理治理。
二、 数据与研究方法

(一)数据

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 2020 年开展的“科
技工作者科研伦理意识状况调查”。 该项目由中

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委托,中国科学技术发展

战略研究院具体组织实施。 本次调查以全国科技

工作者为调查对象,目标是了解不同类型科技工

作者在科技伦理方面的认知、行为、态度和需求。
在问卷设计方面,课题组通过梳理研究文献、分析

科技伦理治理政策、实地调研和专家咨询等形成

了研究框架,并基于此构建了问卷框架,主要包括

以“影响因素�科技伦理意识�后果”为逻辑主线

的三大部分。 影响因素部分主要收集个体、组织

和环境层面可能对科技工作者科技伦理意识产生

影响的变量信息(如个人是否从事研发工作、所在

单位有没有机构伦理委员会等)。 科技伦理意识

部分是本次调查的主体部分,按照“认知—行为—
态度—需求”的主线设计,分别了解被访者对科技

伦理议题的认知(如对科技伦理相关概念、科技伦

理事件、科技伦理政策的知晓度等)、科技伦理相

关行为(如是否提交过伦理审查申请、参加伦理教

育的情况等)、对科技伦理相关问题的态度(如对于

科技伦理审查的态度、对于“伦理倾销”问题的态度

等)以及政策需求〔如对科技伦理培训的需求、对本

单位设立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的需求等〕。 后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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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则主要考察科技工作者的伦理意识可能产生的

影响。 在问卷设计过程中,课题组借鉴了国内外相

关调查中一些比较成熟的问题或量表,比如对“科
技观”的测量借鉴了欧洲晴雨表(Eurobarometer)
调查中的相关题项。

在抽样和调查方面,本次调查采取多阶段随

机抽样方法,从中国科协调查站点系统中抽取 506
个站点,再从各站点中抽取被访者,最终共有来自

全国 506 个调查站点的 11 888 名科技工作者参加

了本次调查,来自 985 / 211 高校、其他高校、中央院

所、其他院所、医院、企业和其他机构的被访者占

比分别为 6. 7% 、14. 9% 、5. 7% 、12. 3% 、11. 5% 、
28. 3%和 20. 5% 。 根据日常工作中是否包括科

研 /研发活动,被访者被分为科研人员和非科研人

员两大类,二者占比分别为 35. 2%和 64. 8% 。
本文研究关注的对象是企业科研人员,他们

满足两条标准:一是目前在企业工作;二是日常工

作内容包括科研 /研发活动,本次调查共有此类样

本 924 个。 需要指出的是:一方面,本次问卷调查

采用了问卷切割( split questionnaire)方法,将问卷

分为 A / B 两种问卷,两种问卷在保留基本问题模

块的同时,再基于相关理论假设“灵活”搭配若干

模块,调查中按照随机分配原则,抽取 50%的被访

者回答 A 卷,另外 50%的被访者回答 B 卷;另一方

面,调查中问卷存在一定程度的项目无应答( item
nonresponse),相应变量也因此存在一定数量的缺

失值。 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都会影响实际用于分析

的样本数量,相关分析中包含的样本量将分别

报告。
表 1　 企业科研人员样本分布结构(N =924)
类别 占比 / % 类别 占比 / %

学历

博士 8. 6
硕士 38. 5

本科及以下 52. 9
年龄

35 岁及以下 63. 2
36 ~ 40 岁 20. 7
40 岁以上 16. 1

涉及
伦理

是 80. 6
否 19. 4

企业
类型

大型企业 56. 5
中小型企业 43. 5

(二)方法

下面的分析将分为两个步骤:首先,基于调查

数据就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态度情况

进行统计描述。 其次,围绕步骤 1 中涉及的“加强

科技伦理治理的必要性”“科技伦理审查”和“科技

伦理培训”3 个方面分别构造因变量,并对相关影

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。 在分析方法方面,本文将

根据因变量的类型,分别采用 OLS 回归以及二元

逻辑斯蒂 ( Logistic ) 和多分类逻辑斯蒂 ( Multi-
Logistic)回归模型。

三、分析结果: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

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

(一)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态度

1. 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必要性的认识

为更好地了解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必要

性的认识,调查设置了一系列问题并询问被访者

对相关问题的态度。 数据分析发现,首先,企业科

研人员高度认同科研伦理对于科学研究和我国科

研事业发展的重要性。 比如,分别有 92. 4% 和

88. 1%的企业科研人员表示“同意”(包括“完全同

意”和“比较同意”) “如果忽略了科研伦理,科学

研究可能会误入歧途”和“在现阶段,加强科研伦

理规范有助于促进中国科研事业的发展”这两个

观点。 其次,在涉及科技伦理治理的一些重要问

题上,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。 对于“科研伦理审查

耗费了科研人员太多的时间和精力”的说法,有
52. 7%表示同意,但也有 47. 3% 不同意;对于“强
调科研伦理是西方国家束缚中国科技进步的手

段”的说法,有 40. 0% 表示同意,但也有 60. 0% 不

同意;对于“过分强调科研伦理会限制科研自由和

科学发展” 的说法,有 58. 1% 表示同意,但也有

41. 9%不同意。
进一步地数据分析发现,与其他机构科研人

员相比,企业科研人员在对科技伦理治理问题的

认识上有一定的特点。 对企业科研人员和非企业

科研人员态度差异的统计检验显示,这两个群体

之间在对上述 5 个观点的态度上均存在统计上显

著的差异。 具体而言,企业科研人员在对“如果忽

略了科研伦理,科学研究可能会误入歧途”和“在
现阶段,加强科研伦理规范有助于促进中国科研

事业的发展”两个观点的赞同程度显著低于非企

业科研人员,而对“科研伦理审查耗费了科研人员

太多的时间和精力”“强调科研伦理是西方国家束

缚中国科技进步的手段”和“过分强调科研伦理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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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科研自由和科学发展”3 个观点的赞同程度显

著高于非企业科研人员。 这意味着,企业科研人

员对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必要性的认同度要低于

非企业科研人员。
2. 对加强科技伦理审查的态度

机构伦理审查是科技伦理治理的关键环节,
发挥着科技伦理“守门人”的作用。 调查了解了科

研人员对本单位设置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的态

度。 数据显示,企业科研人员中,认为本单位“有
必要”“没必要”设置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和表

示“不清楚”的比例大致各占 1 / 3。 与之形成鲜明

对比的是,在非企业科研人员中,60. 5% 的人认为

本单位“有必要”设置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,只
有 11. 1%的人明确表示“没必要”。

3. 对科技伦理培训的需求

如前所述,通过科技伦理培训,帮助科研人员

更好了解科技伦理和科技伦理治理的知识,也是

加强科 技 伦 理 治 理 的 重 要 举 措。 数 据 显 示,
49. 0%的企业科研人员表示“需要”科技伦理方面

的培训,这一比例在非企业科研人员中为 54. 5% ,
这种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。

综合上述 3 个方面的分析结果,假设 1a 没有

得到数据支持,假设 1b 得到数据支持,即相比于非

企业科研人员,企业科研人员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

持更“消极”的态度: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必要性的

认知更低、对科技伦理培训需求更低,特别是更明确

反对在本单位建立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。
(二)企业科研人员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态度

的影响因素分析

1. 主要自变量和控制变量

本研究关注个人、组织和环境层面的 3 组自变

量,其中个人层面变量 3 个(个人科研伦理知识、
受教育程度、对科研伦理失范行为的风险感知),
组织层面变量 1 个(单位是否设立伦理委员会),
环境层面变量 1 个 (科研伦理失范行为的普遍

性)。 变量的含义和测量方式如下(见表 2)。
个人科研伦理知识。 调查询问了被访者对科

研伦理的了解程度。

科技伦理失范行为风险感知。 调查中,被访

者报告了对“漠视动物福利”等 4 种科技伦理失范

行为的风险感知程度,通过分数加总的方式构建

了 1 个失范行为风险感知变量。
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。 调查询问了被访者

是否知道本单位设立了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。
科技伦理失范行为普遍性。 由于很难测量客

观的科技伦理环境,分析中将用被访者对特定科

技伦理失范行为的主观感知作为代理变量。 具体

而言,本文基于被访者对“漠视动物福利”等 4 种

科技伦理失范行为在我国科技界的普遍程度的认

知,通过分数加总的方式构建了 1 个科技伦理失范

行为普遍性认知变量。
本文研究的主要控制变量包括科技观、性别、

年龄、日常工作中涉及科技伦理议题的情况等。
研究表明,科技观、性别和年龄会对人们的很多观

点和态度产生系统性影响[16],而日常工作涉及科

技伦理情况也可能影响企业科研人员科技伦理治

理态度。
2. 分析结果

(1)对科技伦理治理必要性认知的影响因素

表 3 中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以下几点发现。
①就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而言,模型 1 显示受教育

程度越高的企业科研人员越可能赞同加强科技伦

理治理。 但需要注意的是,虽然模型 2 中受教育程

度变量的系数仍然为正,但这种影响已没有统计

意义上的显著性。 同时,模型 2 显示,对科技伦理

失范行为的风险感知会显著提升企业科研人员对

科技伦理治理的支持度。 ②就组织层面的影响因

素而言,模型 2 显示,本单位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

会的设置情况不会对企业科研人员科技伦理治理

态度产生显著影响。 ③就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而

言,越认为科技伦理失范行为普遍存在的企业科

研人员,越可能对科技伦理治理持消极态度。 另

外,模型 1 和模型 2 都显示,科技乐观主义会显著

降低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必要性的认

知;企业规模、性别等变量对企业科研人员科技伦

理治理态度则没有显著影响。

46

中国软科学 2024 年第 7 期



表 2　 主要变量说明
变量 均值 / 比例 样本量 说明

对科技伦理治理
的态度

13. 648
(0. 077) 674

【变量处理】定距变量,由被访者在关于科技伦理治理必要性的五个具体问题上的得分加总
得到。
【问卷中的问题】:您同意以下这些有关科研伦理的陈述吗? (选项包括:“完全同意”“比较同
意”“不太同意”和“完全不同意”)
陈述 1. 如果忽略了科研伦理,科学研究可能会误入歧途
陈述 2. 科研伦理审查耗费了科研人员太多的时间和精力
陈述 3. 强调科研伦理是西方国家束缚中国科技进步的手段
陈述 4. 过分强调科研伦理会限制科研自由和科学发展
陈述 5. 在现阶段,加强科研伦理规范有助于促进中国科研事业的发展

是否 需 要 伦 理
培训

0. 490 437
【变量处理】二分变量,“0”不需要,“1”需要(仅 A 卷有该变量)
【问卷中的问题】:您希望获得科研诚信或科研伦理方面的培训 / 学习机会吗? (可多选)(选项包
括:“不需要”“希望获得科研诚信方面的培训”“希望获得科研伦理方面的培训”和“不知道”)

本单位是否设立
了伦理委员会

46. 63
8. 59
44. 79

489
【变量处理】定类变量,“0”没有,“1”有,“9”不知道(仅 A 卷有该变量)
【问卷中的问题】:据您所知,贵单位有没有设立专门机构(如伦理委员会),来评估科研人员的
活动是否符合科研伦理规范? (选项包括:“没有”“有”和“不清楚”

对科研伦理的了
解程度

2. 034
(0. 038) 435

【变量处理】定序变量,“1”不太了解或基本不了解,“2”了解一些,“3”了解较多(仅 B 卷有该
变量)
【问卷中的问题】:您对科研伦理规范了解程度如何? (选项包括:“了解比较多” “了解一些”
“了解很少”和“基本不了解”)

本单位设立伦理
委员会的必要性

31. 49
31. 49
37. 01

489
【变量处理】定类变量,“0”没必要,“1”有必要,“9”不知道(仅 A 卷有该变量)
【问卷中的问题】:您认为贵单位是否有必要设立专门的伦理道德审查机构? (选项包括:“有
必要”“没必要”和“不清楚”)

科技伦理失范行
为风险感知

0. 969
(0. 117) 489

【变量处理】定距变量,四类科技伦理失范行为风险程度加总。 最大值为 4,最小值为“ - 4”
(仅 A 卷有该变量)
【问卷中的问题】:在您看来,以下现象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危害性如何? (选项包括:“危害
极大”“危害较大”“有些危害”“没危害”和“不清楚”)
现象 1. 不注意保护人类研究对象权利(如自主权、隐私权、知情同意权)
现象 2. 漠视动物福利
现象 3. 忽视科技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
现象 4. 忽视科技活动对社会的不良影响

科技伦理失范行
为普遍性

0. 307
(0. 117) 489

【变量处理】定距变量,四类科技伦理失范行为普遍程度加总。 最大值为 4,最小值为“ - 4”
(仅 A 卷有该变量)
【问卷中的问题】:在您看来,以下现象在我国科技界是否普遍存在? (选项包括:选项包括:
“很普遍”、“较普遍”、“不太普遍”、“几乎没有”和“不清楚”)
现象 1. 不注意保护人类研究对象权利(如自主权、隐私权、知情同意权)
现象 2. 漠视动物福利
现象 3. 忽视科技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
现象 4. 忽视科技活动对社会的不良影响

科技乐观主义
2. 486

(0. 026) 848
【变量处理】定序变量,“4”完全同意,“1”完全不同意
【问卷中的问题】您同意‘科学技术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’这一说法吗?”( 选项包括“完
全同意” “基本同意”“不太同意”和“完全不同意”)

日常工作涉及伦
理议题的情况

0. 806 924

【变量处理】二分变量,“0”不涉及,“1”至少涉及 1 种伦理议题
【问卷中的问题】:您在日常工作中会碰到以下情况吗? (选项包括:“从没碰到”、“偶尔碰
到”、“经常碰到”和“不知道 / 不愿回答”)
(1)涉及人类研究对象(受试者);(2)需要使用实验动物;(3)会涉及他人隐私;(4)工作过程
中存在着电磁辐射、材料毒性、噪音影响、光线污染等可能危害人身安全(包括对科研人员及
受试者)的情况;(5)研发过程中产生废水或废气、废料等;(6)可能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;(7)
可能对公共安全或公共利益产生影响

年龄
1. 607

(0. 031) 924 【变量处理】定序变量,“1”35 岁及以下,“2”36 ~ 40 岁,“3”41 ~ 45 岁,“4”45 岁以上。

性别
0. 676

(0. 015) 924 【变量处理】二分变量,“1”男,“0”女

　 　 (2)对本单位设立科技伦理(审查)委员会态

度的影响因素

表 4 中的分析结果显示了以下几点发现:①就

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而言,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企业

科研人员更可能对在本单位设立机构伦理(审查)

委员会持明确态度,但对于他们具体持“有必要”或
“没必要”这两类态度却没有显著影响。 ②就组织

层面的影响因素而言,本单位已经设立或者不清楚

是否已经设立伦理委员会,都会显著降低企业科

研人员反对在本单位设立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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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可能性。 ③就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而言,对科

技伦理失范行为普遍性的感知不会对企业科研人

员在设立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的态度产生显著

影响。 另外,持科技乐观主义的企业科研人员更

可能认为有必要建立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,而
日常工作与科技伦理的相关性、年龄、性别和企业

规模等对于企业科研人员在设立机构伦理(审查)
委员会的态度均没有显著影响。

表 3　 企业科研人员科技伦理治理必要性认知
　 　 影响因素的 OLS 模型

变量
模型 1 模型 2

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

教育程度 0. 464∗∗ (0. 176) 0. 114 (0. 154)
伦理知识 a - 0. 000 (0. 153) — —
失范行为风险感知 b — — 0. 134∗∗∗ (0. 039)
机构伦理委员会 c — — — —
　 有 — — -0. 643 (0. 344)
　 不知道 — — -0. 180 (0. 223)
失范行为普遍性 b — — -0. 155∗∗∗ (0. 039)
工作伦理相关性 - 0. 615∗ (0. 294) 0. 027 (0. 277)
科技乐观主义 - 0. 517∗∗∗ (0. 151) - 0. 436∗∗∗ (0. 130)
年龄 0. 165 (0. 124) 0. 309∗∗ (0. 108)
性别 0. 135 (0. 252) 0. 079 (0. 223)
大企业 - 0. 242 (0. 228) - 0. 115 (0. 205)
常数 14. 493∗∗∗ (0. 739) 13. 910∗∗∗ (0. 637)
Adj. R2 0. 059 0. 114
N 335 326

注:∗∗∗、∗∗、∗分别表示在 p < 0. 001、 p < 0. 01、 p < 0. 05 时有统计
学意义;a 表示伦理知识变量只在 B 卷中;b 表示伦理失范行为风
险感知和伦理失范行为普遍性认知两个变量只在 A 卷中;c 表示
参照组为没有。

表 4　 企业科研人员对本单位设立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
　 态度影响因素的 Multi - Logistic 模型

变量
没必要 a 不知道 a

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

教育程度 - 0. 163 (0. 203) - 0. 546∗∗ (0. 202)
失范行为风险感知 - 0. 025 (0. 052) 0. 001 (0. 050)
机构伦理委员会 b — — — —
　 有 - 2. 696∗∗∗ (0. 571) - 1. 929∗∗∗ (0. 575)
　 不知道 - 1. 609∗∗∗ (0. 303) 0. 585∗ (0. 272)
失范行为普遍性 - 0. 011 (0. 053) - 0. 000 (0. 050)
工作伦理相关性 0. 205 (0. 364) 0. 029 (0. 330)
科技乐观主义 - 0. 678∗∗∗ (0. 177) - 0. 316 (0. 167)
年龄 - 0. 077 (0. 137) - 0. 144 (0. 140)
性别 0. 111 (0. 285) - 0. 017 (0. 270)
大企业 - 0. 257 (0. 272) - 0. 134 (0. 263)
常数 2. 595∗∗ (0. 829) 1. 819∗ (0. 802)
Pseudo R2 0. 144
- 2Loglikelihood 834. 896
N 444

注:∗∗∗、∗∗、∗分别表示在 p < 0. 001、 p < 0. 01、 p < 0. 05 时有统计
学意义;a 表示参照类为“有必要”在本单位设立机构伦理(审查)
委员会;b 表示参照组为“没有”。

(3)对本单位开展科技伦理培训态度的影响

因素

表 5 中的分析结果显示了以下几点发现:①教

育程度、科技伦理失范行为风险感知等因素对于

企业科研人员接受科研伦理培训的意愿没有显著

影响。 ②本单位设立了机构科技伦理(审查)委员

会的企业科研人员更可能表示需要科研伦理培

训。 ③对科技伦理失范行为普遍性的感知对企业

科研人员的伦理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。 另外,
持科技乐观主义的企业科研人员更可能表示不需

要科研伦理培训,男性更可能表示希望获得科研

伦理培训。
综合以上数据分析结果,假设 2a 和假设 4b 没

有得到数据支持,假设 2b、假设 2c、假设 3 和假设

4a 得到数据的部分支持。
表 5　 企业科研人员对科研伦理培训态度

　 　 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模型

变量
模型 3

系数 标准误

教育程度 0. 060 (0. 164)

失范行为风险感知 0. 012 (0. 041)

机构伦理委员会 a

　 有 1. 151∗∗ (0. 392)

　 不知道 0. 184 (0. 227)

失范行为普遍性 - 0. 075 (0. 042)

工作伦理相关性 0. 239 (0. 292)

科技乐观主义 - 0. 283∗ (0. 141)

年龄 0. 046 (0. 113)

性别 0. 624∗∗ (0. 225)

大企业 - 0. 205 (0. 215)

常数 - 0. 567 (0. 647)

Pseudo R2 0. 049

- 2Loglikelihood 535. 066

N 406

注∗∗、∗分别表示在 p < 0. 01、 p < 0. 05 时有统计学意义;a 表示参
照组为没有。

四、结论和讨论

本文通过对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,基
于“个人—环境”理论框架,初步考察了个体、组织

和环境层面多个因素对企业科研人员科技伦理治

理态度的影响。 主要研究结论总结如下。
在企业科研人员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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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方面,本文研究发现:一方面,企业科研人员在

日常工作中涉及科技伦理议题的情况比较普遍;
另一方面,相比于非企业科研人员,企业科研人员

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持更“消极”的态度,表现为

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必要性的认知更低、对科技

伦理培训需求更低,更明确反对在本单位建立机

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,等等。
在企业科研人员科技伦理治理态度形成机制

方面,本研究有以下几点发现。 首先,对失范行为

风险感知程度更高的企业科研人员更可能支持加

强科技伦理治理。 这一结果与目前关于风险感知

对人们新兴技术接受度影响的研究发现基本一

致。 其次,本单位设立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的

企业科研人员更可能支持加强科技伦理治理,从
一个侧面显示了它在促进科技伦理治理方面的重

要作用。 最后,研究发现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

理治理的支持态度会随其对科技界违背科技伦理

规范现象普遍程度的上升而下降,这意味着企业

科研人员在对科技伦理治理的态度上存在一定程

度的“破窗效应”特征。
基于上述研究发现,本文认为在加强我国科

技伦理治理能力建设过程中要更加重视以下几方

面工作:一是要重视“风险感知”这个影响科技伦

理治理实践的关键变量,通过培训、体验、公开研

讨等多种方式帮助科技伦理治理相关主体形成对

科技伦理失范行为相关风险更全面、更合理的感

知,夯实科技伦理治理的认知和心理基础;二是要

重视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建设,落实国家关于

科技伦理审查和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会建设方面

的要求,强化主体责任、加强机构伦理(审查)委员

会能力建设,更好发挥其在科技伦理治理中的“守
门人”作用;三是要加强对科技伦理失范行为的及

时惩戒并公布相关信息,发挥好及时惩戒在降低

科技伦理失范行为引发“破窗效应”的风险,增强

我国对科技伦理失范行为进行及时调查和惩戒的

能力。
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,本文还存在不少局限。

首先,限于数据,本文没有构造出科技伦理治理认

知和态度完整概念框架,文中所述的对科技伦理

治理必要性、机构科技伦理(审查)委员会和科技

伦理培训的态度,并不能代表对科技伦理治理的

完整认识,这意味着本文的发现虽对研究科技伦

理治理态度及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具有启发意

义,但相关结论确需保持足够谨慎。 其次,本文在

一些关键变量的测量上还存在需改进之处。 比

如,对于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的了解程度,仅
用了被访者自我报告,而没有采用相对客观的知

识测试,这可能会给变量测量带来一定偏差。 此

外,本文考察的企业科研人员对科技伦理治理态

度的各层面影响因素还比较少,没能纳入更多可

能的影响因素,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的丰

富性。 这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搜集更丰富的数

据,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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